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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家沟墓葬看晚商简化兽面纹铜鼎的
相关问题

王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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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onze ding-tripods with simplified animal mask design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unearthed from a tomb at Yanjiagou Village sharply differ from the ding-tripods with animal mask design of the 

typical Shang Culture. The bronze ding-tripods with this kind of simplified animal mask design are mainly seen in 

a few of burial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and Shanxi, Guanzhong region and 

Yinxu Site; they were made by the Lijiaya Culture with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hang Culture 

roughly during the late stage of Phase II to the end of Phase III of the Yinxu Period. Lijiaya Culture had its own 

food-centered tradition and its ding-tripod and gui-tureen ritual vessel assemblage had formed during Phase III of 

the Yinxu Period and deeply influenced the food-centered culture of the Zhou people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ritual vessel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roto-Zhou Culture.

2005年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

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

有三件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形制较为特殊[1]。这

类铜鼎在晋陕高原、殷墟和关中西部地区晚

商时期的墓葬中均有发现，本文拟对其文化

归属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阎家沟墓葬的发现及其
文化内涵

阎家沟墓葬是迄今为止陕北地区出土

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该墓

共出土各类青铜礼器、兵器等57件，包括鼎

4件、簋5件，觚、卣各2件，甗、尊、罍各

1件，以及羊首钺、三銎刀、铃首剑、直内

戈、銎内戈、镞、剑鞘、铃首匕、筒形器、

青铜马、铜泡等。伴出的器物还有弧形金箔

片、绿松石管饰等。四件铜鼎均为圆鼎，除

最大的一件兽面纹鼎外，其余三件为形制相

同、大小递减的简化兽面纹鼎。三鼎均为方

唇，平沿外折，深腹略收，圜底；三柱足，

足内侧削切，横截面呈马蹄形。鼎外底三足

间有等边三角形范线相连，足外侧有一条范

线直抵口沿下，铸痕明显。其中一件鼎上腹

部有一圈宽4厘米的凸起棱带，另外两件则

为两圈凸弦纹，其间均于双足间对应处饰三

组简化兽面纹，简化的兽面由一条扉棱和扉

棱两侧的两个乳丁构成，形成一个仅具鼻、

目的兽面形象。铜鼎的铸造工艺简单，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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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简朴。另外该墓还

出土铜簋五件，除一件

仅存口沿无法判断形制

外，其余四件均为无耳

碗式簋；敞口，弧壁，

高圈足外侈，圈足近腹

部均等距开有三个长方

形镂孔。五件铜簋中两

件为素面，另三件也仅

在腹部饰两周凸弦纹，

铸造工艺及装饰风格与

简化兽面纹鼎一致。

1949年以来，在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

发现了较多晚商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以殷

墟式礼器和北方系兵器搭配组合的青铜器，

学术界据发现地域将这类青铜器称为石楼-

绥德型青铜器群。吕智荣先生根据清涧李家

崖古城的文化面貌，将这类青铜遗存称为李

家崖文化，并认为李家崖文化与鬼方密切相

关[2]。尽管该区域内迄今尚未发现此类青铜

器与典型李家崖文化陶器共出的墓葬，且文

化因素并不单纯，但笔者仍赞同将上述青铜

文化遗存归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基本观点。

关于阎家沟墓葬的文化内涵，发掘简

报认为，该墓以鼎、簋成套的青铜食容器为

主，配以觚、卣、尊等青铜酒器，是晋陕高

原晚商墓葬常见的青铜礼器组合形式。所

出的铃首剑（图一，2）、三銎刀（图一，

3）、铃首匕（图一，4）以及青铜圆雕马

（图一，1）是典型的北方式青铜器；铃首

剑的剑颈、残剑鞘上阳线相隔的小点纹和筒

形器上的小方块纹、折线纹，都是北方青铜

文化典型的纹饰。四件无耳碗式簋造型与晋

陕高原特有的直线纹高圈足簋相似，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据上述特征将其归属于李家

崖文化，这个认识应该没有问题。另据笔者

观察，该墓所出的弧形金箔片（图一，5）的

形制与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出土的金质

弓形饰基本相同[3]，应为墓主人随身所佩饰

品，进一步表明该墓主人的身份应为李家崖

文化人群中的高级贵族。

关于墓葬的年代，简报中推测为殷墟文

化二期晚段到帝乙、帝辛之间。仔细观察该

墓出土器物，兽面纹鼎腹较深、鼎足低矮且

上粗下细的特征，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安阳

花园庄东地M60所出鼎（M60∶1）[4]相似，

但其鼎足更粗壮，推测年代应为殷墟文化二

期晚段。三件简化兽面纹鼎的鼎足上粗下

细，形制、纹饰特征与殷墟文化二期刘家庄

鼎（88M89∶10）[5]相似，年代应为殷墟文

化二、三期之际。铜簋形制与安阳大司空村

簋（M539∶30）[6]相近，且与晋陕高原的高

圈足直线纹簋相似，但圈足变矮，年代应晚

于后者。大司空簋（M539∶30）和高圈足直

线纹簋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考虑到文化传

播具有滞后性，阎家沟簋的年代应在殷墟文

化二、三期之际。此外，该墓所出铜觚、铜

卣、铜甗也都具有殷墟文化三期同类器物的

特征，故阎家沟墓葬的年代应为殷墟文化三

期。

二、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分布

经初步梳理和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已

发表的晚商时期简化兽面纹铜鼎共计23件，

其中晋陕高原8件、关中北部2件、关中西部

8件、殷墟4件、鲁中地区1件。

（一）晋陕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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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阎家沟墓葬出土北方系器物
1. 青铜马  2. 青铜铃首剑  3. 青铜三銎刀  4. 青铜铃首匕  5. 弧形金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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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阎家沟墓葬出土简化兽面纹鼎3

件（图二，3～5），详见上文。

绥德县河底乡沟口村墓[7]出土青铜器3

件，包括简化兽面纹铜鼎2件、铜削1件。两

件铜鼎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高20.5厘米。

竖立方耳，平沿外折，方唇，三柱足横截面

呈马蹄形。上腹部凸起一周宽带，其上于双

足间对应处饰三组仅具鼻梁和双目的简化兽

面纹；三足外侧至口沿均有范线，腹底三足

间有三角形铸痕（图二，1）。

清涧县寨沟乡寨沟村墓[8]出土简化兽面

纹铜鼎1件，高21.1厘米。竖立方耳稍外撇，

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内侧削切，横截面

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于

双足对应的中间位置饰三组简化兽面纹；三

足外侧至口沿均有范线，腹底三足间有三角

形铸痕（图二，2）。

石楼县二郎坡墓[9]出土青铜礼器9件，包

括鼎2件、兽面纹觚4件，甗、斝、枭卣各1

件，另有青铜兵器、工具各3件。其中一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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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各地简化兽面纹铜鼎的比较
1. 绥德沟口  2. 清涧寨沟  3～5. 甘泉阎家沟  6、7. 淳化赵家庄  8. 岐山王家嘴  9. 扶风美阳  10. 岐山贺家
村  11. 眉县嘴头  12～14. 武功梁家堡  15. 风翔南指挥西村  16. 殷墟小屯M17  17. 殷墟刘家庄88M89  18、19. 

殷墟戚家庄东M63  20. 青州苏阜屯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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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兽面纹鼎，高26.6厘米。竖立方耳，

平沿外折，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

饰凸弦纹两周，弦纹间于双足对应的中间位

置饰三组简化兽面纹。

石楼县贺家坪铜器墓[10]出土青铜器6

件，包括鼎、斝、觚、斗、戈、匕首各1

件。鼎为简化兽面纹鼎，高24.2厘米。直

耳，柱足，腹饰三组简化兽面纹。由于发表

的图片模糊，该鼎细部特征不明。

（二）关中北部

淳化县赵家庄M1[11]出土青铜器5件，

包括鼎、斧、刀、削、镜各1件，另有剔刺

纹陶鬲1件。其中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2厘

米。直耳稍外撇，下腹外鼓，侈口，柱足横

截面为马蹄形；腹部偏上有两周凸弦纹，弦

纹间于两足对应的中间位置饰三组简化兽面

纹。柱足外侧有范线通向口沿，腹底有三角

形铸痕（图二，6）。

淳化县赵家庄M2[12]据传出土了六、七

件青铜器，但仅存一件简化兽面纹鼎，高

18.3厘米。方唇，平沿外折，腹部略鼓，直

耳，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道凸

弦纹，弦纹间于两足中部各饰简化兽面纹一

组，共三组。腹底有三角形铸痕，柱足内外

侧均有范线（图二，7）。

（三）关中西部

岐山王家嘴墓葬[13]出土青铜器3件，包

括简化兽面纹鼎1件、管銎斧2件，另出陶高

足杯1件。鼎高20.5厘米。方立耳，平沿外

折，深腹圜底，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

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饰三组简化兽

面纹，等距分布于柱足间。腹底有三角形铸

痕，三柱足外侧均有范线直达口沿（图二，

8）。长銎斧为厚直刃，銎长12厘米，銎上

部有一穿，銎侧后有三个凸起。短銎斧为厚

直刃，有短内，銎较短，銎上饰横“V”形

纹。

眉县嘴头[14]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简化

兽面纹鼎、简化兽面纹碗式簋、钺各1件。

鼎为直口深腹，三柱足；口沿下饰两周弦

纹，弦纹间饰较模糊的简化兽面纹（图二，

11）。簋为直口，斜折沿，高圈足外撇，圈

足上有镂孔；颈部饰两周弦纹，弦纹间纹饰

模糊，似为简化兽面纹。

扶风美阳墓葬[15]出土青铜器8件，包括

鼎、鬲、簋、卣、高足杯、斧、锛、凿各

1件。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0.5厘米。方立

耳，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

形。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于两足中

间位置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共三组。柱足

外侧各有一道范线直达口沿（图二，9）。

凤翔南指挥西村79M62[16]出土简化兽面

纹铜鼎1件、三角援铜戈2件和陶鬲1件。简

化兽面纹鼎高21.7厘米。立耳，深腹，平沿

外折，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于三足

之间部位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共三组。三

柱足外侧均有范线直通口沿（图二，15）。

武功梁家堡墓葬[17]出土了3件形制相

似、大小递减的简化兽面纹铜鼎。从资料照

片上看，三鼎与上述简化兽面纹鼎的形制及

基本特征一致（图二，12～14）。

岐山京当贺家村征集简化兽面纹铜鼎1

件[18]，高20.6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

腹，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有一周凸

带，其上均于双足间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柱

足外侧有范线直通口沿（图二，10）。

（四）殷墟

小屯M17[19]为竖穴土坑墓，有熟土二层

台和腰坑。该墓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鼎、

爵、觚各1件，另有簋、豆、觚、爵、罍等

陶器7件。鼎饰简化兽面纹，高19.5厘米。

直耳，圆口微敛，窄沿，方唇，下腹微鼓，

圜底，三柱状足横截面呈圆形。口沿下有带

状凸起，上饰简化兽面纹三组，均在两足之

间，底部正中有一“丙”字铭文（图二，

16）。

刘家庄88M89[20]的墓葬形制不明，出土

青铜器有鼎、觚、爵、矛、锛、凿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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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1.4厘米。双立耳，深

腹，圜底，圆柱形足横截面为圆形。腹部饰一

周宽带纹，上饰简化兽面纹（图二，17）。

戚家庄东M63[2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有二层台和腰坑。该墓出土青铜礼器10件，

包括鼎、觚、爵各2件，簋、斝、尊、卣、

铃各1件，戈、矛各5件，以及陶觚、爵、

盘、觯各1件，罐2件。两件铜鼎均饰简化兽

面纹，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直耳，方唇，

口沿略内倾，浅腹，圜底，三柱足较细长，

横截面呈马蹄形。口沿下饰两周弦纹，内饰

三组简化兽面纹，每组均位于两足之间。其

中一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图二，18、19）。

（五）鲁中地区

青州苏阜屯商墓M7[22]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有二层台和腰坑。共出土青铜礼器

8件，包括鼎、簋各1件，觚、爵各3件。鼎

饰简化兽面纹，高19厘米；直耳外侈，口微

敛，折沿，方唇，深腹，圜底，三马蹄形柱

足；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饰三组简

化兽面纹。簋为侈口，束颈，鼓腹，圜底；

口沿下饰三组简化兽面纹，圈足上有方形镂

孔（图二，20）。

三、简化兽面纹鼎的年代
及文化归属

上述四个地区发现的简化兽面纹铜鼎，

除刘家庄88M89和小屯M17所出者外，均具

有三个显著共性特征。（1）上腹部弦纹间

或凸棱带上饰三组由扉棱状鼻和乳丁状双目

组成的简化兽面纹，且位置均在两足之间；

（2）三柱足内侧削切，横截面呈马蹄形；

（3）腹外底柱足削切处有三角形范线相

连，形成“△”形铸痕，柱足外侧均有范线

直达口沿且范线多不打磨。铸造工艺和装饰

风格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上述简化兽面纹鼎

应为同一人群所制造。

迄今为止，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

共出土各类青铜鼎19件[23]，其中简化兽面纹

鼎有8件，占比接近一半，远远高于殷墟和

关中地区。可见简化兽面纹鼎是李家崖文化

铜鼎中的主流器形。朱凤瀚和曹玮先生对晋

陕高原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显示，此类铜鼎流

行的年代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到三期[24]。

关中地区在晚商时期主要为先周文化的

势力范围，故有学者认为该地区墓葬所出的

简化兽面纹鼎属于先周文化[25]，这样的推断

过于简单。地处关中北部的淳化-旬邑一线

是晚商时期先周文化与李家崖文化的交错地

区，赵家庄M1除铜器外还出土一件陶鬲，

体矮，侈口，方唇，锥足；唇上饰斜行剔刺

纹，颈以下饰竖绳纹。这类唇口饰剔刺纹的

陶鬲和陶甗在淳化县的黑豆嘴、赵家庄和西

梁遗址较为多见，而在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

遗址中罕见，表现出了一种异于先周文化的

陶器面貌。在陶器口沿饰剔刺纹的做法在李

家崖文化陶器中相对较为常见，而且赵家庄

M1中所出的长条翘头铜刀和桥形钮放射直线

纹铜镜均具有北方青铜器的风格。另外，距

赵家庄墓葬西北不到30公里的黑豆嘴遗址发

现了四座晚商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

铜兵器和金耳饰[26]，其文化性质属于李家崖

文化没有疑问。2006年发掘的淳化枣树沟脑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足瓮、蛇纹鬲、花边鬲

等具有显著李家崖文化特征的陶器[27]，这些

证据都表明淳化赵家庄两座出土简化兽面纹

铜鼎的墓葬应属李家崖文化。

岐山王家嘴M1所出长銎斧（图三，1）

与石楼曹家垣[28]和吉县[29]出土的长銎斧（图

三，3、4）极其相似，与陕北志丹县文管所

收藏本地出土的长銎斧完全相同，应为李家

崖文化遗物。另一件战斧亦为李家崖文化特

有的有銎战斧（图三，2）。这显示了该墓

应是一座李家崖文化墓葬。赵家庄M1、M2

以及王家嘴墓葬皆属李家崖文化墓葬，且墓

中所出的简化兽面纹鼎均与晋陕高原出土的

简化兽面纹鼎的主要特征完全一致，推测其

应是李家崖文化南进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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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嘴头墓葬所出铜簋（图四，7）形

制与阎家沟墓葬的弦纹残铜簋（图四，3）

极其相似，与另外三件也较为类似。此类装

饰风格简朴的碗式簋除此件外，在关中地区

再无发现，殷墟也不见此类器物，故应来源

于李家崖文化。嘴头墓葬同出的简化兽面纹

铜鼎装饰风格与铜簋相同，并与晋陕高原所

出简化兽面纹鼎特征基本一致，表明其也应

为李家崖文化的遗物。

扶风美阳商墓中与简化兽面纹鼎同出

的还有早商时期的青铜鬲、斜方格乳丁纹无

耳簋、饕餮纹卣、连珠纹高足杯以及斧、锛

等青铜工具，文化因素复杂，分别代表了典

型商文化、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城固宝山类

型。李海荣先生根据该墓所出的斜方格乳丁

纹簋和饕餮纹卣推断墓葬年代应为殷墟文化

四期[30]，这一时期周人发展极为迅速，向东

不断扩张，典型商文化和城固宝山类型青铜

器应当是周人的战利品；而同出的简化兽面

纹鼎则很有可能也是周人缴获李家崖文化人

群的战利品。

凤翔南指挥西村墓葬群为一处从先周文

化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周人墓地，79M62中与

简化兽面纹鼎同出的还有两件典型的商式三

角援铜戈。该墓出土的一件典型的周式陶鬲

确定了这座墓葬的文化归属为先周文化。简

报中将79M62归入该墓地第二期，为先周文

化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晚段。与美阳

商墓类似，该墓的简化兽面纹铜鼎与三角援

铜戈应当亦为战利品。

武功梁家堡墓葬比较特殊，该墓所出

三件简化兽面纹鼎与上述李家崖文化墓葬中

的简化兽面纹鼎基本特征完全一致，年代不

1

5 6
7 8

2 3 4

图四  各地簋的比较
1. 直线纹铜簋（清涧二郎山）  2～5. 碗式铜簋（甘泉阎家沟）  6. 陶簋（绥德薛家渠）  7. 铜簋（眉县嘴头）

8. 铜簋（青州苏阜屯M7）

王家嘴

1

2 4

3

晋陕高原

图三  各地铜管銎斧的比较
1、2. 岐山王家嘴  3. 石楼曹家垣  4. 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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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入西周。一座墓同出三件形制、特征相

近，大小相次的铜鼎，这与阎家沟商墓简化

兽面纹铜鼎的组合方式完全相同，表明了两

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即便不能认定该墓为李

家崖文化墓葬，至少可以确认这三件组合特

殊的铜鼎与李家崖文化关系极其密切。

殷墟虽然也发现了4件简化兽面纹鼎，

但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鼎总量中微乎其微，显

然不是主流。小屯M17和刘家庄88M89中所

出简化兽面纹鼎的纹饰特点与李家崖文化同

类器基本相同，但其柱足横截面均为圆形，

铸造工艺精致，伴出的其他青铜器和陶器均

为典型商式器物，不见北方因素，因此这两

墓应为商人之墓，发掘简报据所出陶器将年

代定为殷墟二期早段。从年代上来看，商人

曾在殷墟二期早段就将兽面纹圆鼎的复杂纹

饰进行了简化，并且有可能对李家崖文化简

化兽面纹鼎的出现产生影响。但殷墟二期以

后，商文化核心地区极少发现简化兽面纹

鼎，说明小屯和刘家庄所出简化兽面纹鼎简

朴的风格未受到商人青睐，仅是昙花一现。

从随葬器物来看戚家庄东M63亦为商墓，两

件简化兽面纹鼎腹较浅、柱足细长均是晚期

特征，其他器物的特点也表明该墓年代已晚

至殷墟四期。这一时期商王朝逐渐衰落，受

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加深，戚家庄东M63

所出两件鼎基本特征与李家崖文化简化兽面

纹鼎一致，应是李家崖文化影响的结果。

鲁中地区苏阜屯M7出土了一件简化兽面

纹铜鼎，该鼎的纹饰及铸造特征与上述李家

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基本一致。另外该墓同

出的一件碗式铜簋（图四，8）亦为简化兽

面纹簋，形制特征与阎家沟墓葬所出铜簋非

常相似。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山东寿光纪国

贵族墓就曾出土了一件李家崖文化特有的三

銎铜刀[31]；苏埠屯M8随葬的两件背部有三个

小方内的长体卷首铜刀，胡进驻先生研究认

为其为三銎刀的明器化形式[32]。这些遗物均

表明了晚商时期鲁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存在密

切联系，苏阜屯M7中随葬李家崖文化的简化

兽面纹鼎、簋亦不足为奇。

从上述讨论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简化兽

面纹铜鼎的文化归属应为李家崖文化，出现

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的晋陕高原，在殷墟文

化三期开始流行，成为李家崖文化青铜礼器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李家崖文化的强盛

而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李家崖文化中简化兽面纹
鼎的来源

李家崖文化中的简化兽面纹鼎在殷墟文

化二期晚段已经出现。但就目前所知，殷墟

文化二期之前的李家崖文化中尚未发现有青

铜礼器。从殷墟文化二期开始，李家崖文化

中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包括鼎、簋、爵、觚、

尊等青铜礼器的组合，这些青铜礼器无论是

种类、形制还是纹饰，都与中原地区的典型

商式礼器相同，这表明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殷

墟文化二期接受了商礼和商式青铜礼器。通

过对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的子洲关王岔村商

墓所出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金相以及铅同位

素分析，发现这批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合金

成分以及矿料来源均与殷墟同期器物相似或

基本相同，应当产自商文化核心地区[33]。因

此，在殷墟文化二期阶段，商人的青铜礼器

就大量输出到晋陕高原，并迅速被李家崖文

化接受，成为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

些商式青铜器中，最流行的鼎类是兽面纹柱

足圆鼎，子洲关王岔村商墓[34]、绥德义和墕

头村商墓[35]、清涧解家沟村商墓[36]、子长李家

塌商墓[37]以及石楼桃花庄商墓[38]等均出土了

此类铜鼎。这类铜鼎纹饰最突出的特点是口

沿下有一周带状凸起或两周凸弦纹，兽面纹

分布其上；兽面纹由夔龙纹组合而成，其下

是云雷纹地纹，兽面仅有鼻和高凸的双目；

兽面纹一般为三组，均在两足之间。这些特

点与简化兽面纹铜鼎的主要特征基本一致，

若将兽面纹的装饰性地纹去掉，仅保留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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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就完全变成了李家崖文化的简化兽面

纹铜鼎。前文提到，这种简化也曾发生在殷

墟二期早段的商文化核心地区，但仅是昙花

一现。因此，兽面纹柱足圆鼎应是简化兽面

纹鼎的祖形，来源于商文化。笔者推测，简

化兽面纹鼎应当是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接受商

礼之后，根据自身的青铜冶铸水平和审美取

向，去掉复杂的细部纹饰，保留兽面纹最主

要的特征——鼻和目而生产的铜礼器，并成

为李家崖文化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相关问题讨论

（一）晚商时期西北地区青铜礼器的仿

制现象

吕智荣先生将晋陕高原出土的青铜器分

为殷墟式、融合式、地方式三类[39]，胡进驻

先生则将其分为殷墟式、融合式、石楼-绥

德类型独有式、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普见式和

文化属性不鲜明式五类[40]。所谓“融合式”

器类，即为李家崖文化人群接受商礼后，根

据自身文化需要对商式青铜礼器进行仿制、

改造而生产的器物，如直线纹簋、带铃觚、

兽首雷纹二蛇戏蛙柄首斗以及壶式提梁卣

等。这类“融合式”器物无疑是李家崖文化

人群对商式礼器仿制改造的结果，而这种改

造与李家崖文化的自身传统密切相关，如高

圈足直线纹簋既是对商式簋的仿制，又是对

自身陶簋的青铜礼器化改造。上述简化兽面

纹鼎在器形上与商式鼎一致，纹饰则为简化

了的兽面纹，表现出了明

显的仿制特征。由此可以

看出李家崖文化人群对商

式礼器的青睐，但却受青

铜器铸造技术水平所限，

只能简而化之。与简化兽

面纹鼎相似的还有阎家沟

墓葬所出的碗式铜簋（图

四，2～5），器形与安阳

大司空村所出饕餮纹铜簋

（M539∶30）相似，但更接近绥德薛家渠出

土的李家崖文化陶簋[41]（图四，6），纹饰则

简化为弦纹或素面。其圈足上的三个长方形

镂孔表明其铸造时使用了较大的泥芯支撑，

与殷墟同期器物相比表现出了较低的铸造水

平[42]。

现在看来，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人群

除了对部分商式礼器改造创新出如直线纹簋

等极具自身特色的器物外，还有一部分器物

如简化兽面纹鼎、弦纹簋、素面簋等，表现

出更多的是简化仿制的特点，创新不明显，

这些器物也应划归于上述“融合式”器类之

中。以往之所以对简化兽面纹鼎的文化归属

认定不清，主要是因为这一类仿制器物无论

从器形还是纹饰上来看，均与商式器相近而

被划为殷墟式的缘故。至于在李家崖文化其

他器类中是否也有此类仿制现象，则需要更

进一步的研究和辨析。

除了李家崖文化，晚商时期西北地区其

他文化中亦有此类仿制现象。陕西长武碾子

坡先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件窖藏铜鼎，均

为红铜铸造，腹底有三角形铸痕，足横截面

为马蹄形，外侧有范线直达口沿，纹饰为简

单的弦纹和乳丁纹[43]（图五，1、2）。山西

灵石旌介商墓M1出土了一件铜鼎，铸造工艺

简单粗糙，质地为纯铜[44]（图五，3）。这

些铜鼎无论材质还是铸造工艺均显示出较低

的铸造水平，应当是本地仿制商式青铜鼎的

产品，且其铸造技术水平与产品数量都较李

1 2 3

图五  西北地区所见商时期仿制铜鼎
1、2.铜鼎（长武碾子坡赵家H1∶2、1）  3.铜鼎（灵石旌介M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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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更低、更少。由此可

见，在殷墟文化二、三期阶段，西北地区的

青铜礼器仿制现象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

仿制对象集中在鼎、簋两类器物上，且以鼎

为主，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区人群对于食器的

特别对待。二是各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其中

李家崖文化区域仿制水平较高，先周文化区

域及西部其他地区仿制水平相对较低。殷墟

文化三期以后随着先周文化的迅速崛起，关

中地区逐渐成为青铜铸造水平发达的区域。

（二）李家崖文化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一期这一时间

段，整个关中西部地区青铜文化面貌以商文

化为主，包含少量地方文化类型，邹衡先生

称之为“商文化京当型”[45]。该地区在这一

时期未发现北方因素的遗迹或遗物，所以在

殷墟文化一期，关中西部商文化并未与李家

崖文化发生直接联系。殷墟文化二、三期之

时，李家崖文化发展最为迅猛，不断向南扩

张。甘泉阎家沟墓葬和淳化黑豆嘴四座墓

葬、赵家庄M1和M2文化性质和年代的确定，

表明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人群已经南

下到洛河上游，并且穿越子午岭进入关中北

部地区。以淳化枣树沟脑遗址[46]和彬县断泾

二期遗存[47]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表现出与关中

西部先周文化不同的面貌，有较为明显的北

方因素，说明至迟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

文化已经推进至关中西北部的彬县、旬邑及

淳化一线，并且在此建立据点与南部的先周

文化和东部的商文化相抗衡。这一时期，

周人受李家崖文化人群侵压，离开泾水上

游，进入渭河流域[48]。正如文献所载，古公

亶父之时，因受戎狄之侵，渡漆水、沮水，

翻越梁山居于岐山之下[49]。文献所言之“戎

狄”，可能就包括了活动在晋陕高原地区的

李家崖文化人群。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以李家

崖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人群南进的界限在淳化-

旬邑一线，但在关中西部的扶风、武功、岐

山等地均发现了具有李家崖文化因素的青铜

兵器和陶器，以及李家崖文化特有的简化兽

面纹铜鼎，说明至少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

崖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关中腹地。到了殷

墟文化三期末，先周文化发展迅猛，《古本

竹书纪年》记载周王季历“伐西洛鬼戎，俘

十二翟王”。季历所伐之“鬼戎”，应该就

是以李家崖文化为代表的鬼方[50]。在扶风美

阳商墓、凤翔南指挥西村先周文化墓葬中发

现的简化兽面纹铜鼎应当就是周人在征伐鬼

方时缴获的战利品，它们同伐纣所获的商式

青铜器一起，被随葬在周人的墓葬之中。简

化兽面纹铜鼎在关中地区的出现，反映了从

殷墟文化二、三期到周初这一时段内，李家

崖文化、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三股势力在关中

地区此消彼长、交错反复的历史过程。

上文谈到，商文化青铜礼器从殷墟文化

二期开始就大量传入晋陕高原，并迅速被李

家崖文化接受。在如此强劲的文化传播中，

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商礼必然会随之被带到

李家崖文化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甘泉阎家

沟墓葬中以食器为主、酒器为辅的礼器组合

形式与中原地区以酒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完全

不同，表现出极强的重食倾向。这种倾向不

仅在阎家沟墓葬中表现突出，而且在晋陕高

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也均有显著体现[51]，这

应当是李家崖文化特有的传统。需要指出的

是，除了简化兽面纹鼎是李家崖文化对商文

化兽面纹柱足圆鼎仿制的结果外，高圈足直

线纹簋和阎家沟墓葬中所出五件铜簋亦为仿

制品。李家崖文化人群对鼎、簋两类食器进

行了大量的仿制改造，但对酒器的仿制改造

却极为少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似乎表

明以鼎、簋为核心的青铜食器在李家崖文化

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那么李家崖文化中这种

重食倾向到底从何而来？晚商时期，殷墟商

文化和关中先周文化中未见有明显的重食倾

向，这一文化现象很可能是李家崖文化自身

的传统。商周时期祭祀时用鼎盛牛羊等肉制

品，用簋盛五谷等农产品，每次祭祀都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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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大量的牛羊和粮食，能开展这样的祭祀活

动必然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农业基础作支

撑。小盂鼎铭文记载盂伐鬼方，俘获“牛

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这次战事发生

在西周康王时期，此时鬼方实力已经大不如

晚商时期，但却还有如此众多的牛羊，从侧

面说明晚商时期的李家崖文化畜牧业应当非

常发达。以往人们多认为李家崖文化为游牧

文化，但现在多座李家崖文化城址和大型建

筑基址的发现，以及众多涉及农业的遗迹、

遗物[52]均证明其经济类型应当为兼具发达畜

牧业和较高发展水平的定居山地农业，这种

生业结构就可能孕育出重食这一文化传统。

阎家沟墓葬中出现的四鼎五簋的食器

搭配方式，为晚商时期其他地区所不见。四

件铜鼎均为柱足圆鼎，其中兽面纹鼎器形最

大，三件简化兽面纹鼎形制相同、大小递

减，似为列鼎。五件铜簋大小及形制几乎一

致，简单朴素的装饰风格与简化兽面纹铜鼎

一致，两者均在设计上表现出极强的同一性

和规划性，其生产似乎是专为形成这样的

组合而安排的。阎家沟墓葬中所出现的“列

鼎”现象和鼎簋组合形式虽然为晚商时期仅

见，但其明显的规划性和目的性表明这应当

是李家崖文化在其重食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

套鼎簋礼制。对于周文化中的重食传统和鼎

簋制度的来源，一般认为是由于商人好酒而

误国，西周建国之初吸取其教训，发布《酒

诰》，重新制定以食礼器为主的礼仪制度。

这一认识简单地将“重酒”向“重食”转变

的原因归结于“好酒误国说”。实际上，一

套完整礼仪制度的形成必然有其最初的根

源。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提出周人初兴

于晋地[53]；《国语·周语上》记载周人自不

窋时期自窜于戎狄之间，有学者即认为其早

期活动地域应在晋西北与陕北一带；邹衡先

生更是认为一部分周人很可能来源于晋陕高

原的光社文化[54]，其所言光社文化即为李家

崖文化，唯名称有异。上述说法虽还需进一

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先周文化与晋陕高

原李家崖文化及其前身关系异常密切。

武功梁家堡墓葬是关中地区目前发现

的最早出现列鼎倾向的晚商时期墓葬，该墓

所出三件简化兽面纹铜鼎形制及纹饰相同、

大小相次的情况与阎家沟墓葬完全一致。这

三件鼎腹较浅、鼎足较长的特征表明其年代

应晚于阎家沟墓葬。从其组合方式、形制、

纹饰以及年代上的早晚关系来看，这三件简

化兽面纹鼎应来自李家崖文化。关中地区流

行于殷墟文化三期末至四期的斜方格乳丁纹

簋是先周文化特有的一种簋，郭妍丽先生认

为这类簋最早出现在殷墟文化二期的商文化

中，到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际向西北传播至

晋陕高原，然后流入关中地区，周人吸收了

乳丁纹形式，将其施加于嘴头所出的碗式簋

上，形成了先周式斜方格乳丁纹簋[55]。值得

注意的是，嘴头所出鼎和簋的特征均表明

其来源于李家崖文化。嘴头的鼎相较晋陕高

原同类器耳部更加外撇，最大腹径上移至口

部，年代当晚于后者，应是李家崖文化向南

传播的结果；而簋则源于阎家沟墓葬所出的

碗式簋。可见李家崖文化铜簋在先周文化斜

方格乳丁纹簋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这种来源于李家崖文化的鼎、簋组合情

况与苏埠屯M7相似，则是对阎家沟墓鼎、簋

组合的补证。

综上，李家崖文化有自身显著的重食传

统，其鼎簋礼制的雏形于殷墟文化三期已经

出现，并在与先周文化的互动中进入关中地

区，对周人重食文化和西周鼎簋制度的形成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结    语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及部分青铜

器鲜明的草原风格，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李家

崖文化属于北方草原文化大系统，是农牧结

合并且以畜牧业为主的人群，社会组织、生

产力水平等均比较落后。在论及李家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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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关系时，多认为以前

者受后两者影响为主。简化兽面纹铜鼎文化

归属的确定，表明李家崖文化在迅速吸收商

文化先进的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技术的同时，

还在其自身重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鼎簋

制度的雏形，并在与先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

程中对周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陕高原地区大量晚商青铜器的出土，

李家崖大型城址的发掘，柳林高红大型夯土

建筑的发现，均表明李家崖文化发展水平超

乎人们的想象，绝不是落后的草原游牧文

化。特别是近年来在清涧辛庄遗址发现的晚

商大型建筑基址，其体量之大为同时期殷墟

以外建筑之最，改变着人们对李家崖文化的

认识[56]。另外，辛庄遗址2015年度发掘中还发

现了铸铜遗存，包括容器、车马器等器物的

范、芯，证明李家崖文化已经掌握了较高水

平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本文通过对简化

兽面纹铜鼎的分析，则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

考察，为重新审视李家崖文化以及晋陕高原

这一区域在晚商时期的地位提供一个视角。

附记：文章草成后，经钱耀鹏先生审阅

并加以修改，南京大学张良仁先生亦对本文

写作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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